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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次劣原则”与科举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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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乌托邦”代表了人类一种固有的心理倾向，它源于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不满，更体现

了人们超越自我、止于至善的追求。同样，一部科举考试史也可以被看作一场关于选官任能的“乌

托邦”试验史。自唐代以来，为了达致“公平选才”的社会理想，围绕着“经义、诗赋、策论三者孰优

孰劣”，科举制度既遭遇激烈的思想交锋，更经历了实践上的摇摆与反复。“科举乌托邦”启迪我

们，正如需要在“乌托邦精神”与“乌托邦主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一样，考试制度常常是理想主

义与现实主义冲突、妥协的结果。科举虽有诸多弊端，算不上是“最好”的选择，但却避免了“最坏”
的结果。借由科举史上相关史实，可发现科举制度、科举评价中的“次劣原则”彰显了古人在此问

题上的制度理性与现实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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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汉建立察举以来，人们一直希望寻找到一种尽善尽美的人才选拔制度，特别是在隋唐确立

科举考试以后，即使面对着诸如“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以德取人与凭才取人”“一次考试与综合

评价”等一系列的两难困境，人们仍不放弃试图超越上述千古难题的努力。对于科举考试中的上

述文化现象，应当做怎样的分析和解读? 我们认为，“乌托邦”理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视角。
回眸科举考试的历史，我们不仅深深感受到人类超越现实、追求完美的“乌托邦意识”，同时也能够

看到各种执于一端、脱离现实的“乌托邦主义”。然而，科举考试的历史一再证明，人才选拔的制度

安排应与基于现实、重视基础、贯穿实践理性的“次劣原则”相一致。因此，对于“科举乌托邦”现

象，我们既应肯定其中蕴含的富有积极色彩的“乌托邦精神”，也要防范和避免陷入极端化思维的

“乌托邦主义”。

一、“乌托邦隐喻”与人类理想主义情结

“乌托邦”( Utopia) 意指美好但不存在之所，［1］这一概念广为人知与莫尔《乌托邦》( 1516) 一书直

接相关。后者虚构了航海家拉斐尔·希斯拉德( Ｒaphael Hythloday) 航行到一个理想国“乌托邦”的故

事。在莫尔之后数百年间，经过众多思想家的建构，“乌托邦”的内涵不断深化，外延不断增广，它不再

仅仅具有地理( 空间) 指向，同时更带有时间指向。［2］“乌托邦”早已超越了最初词源学上的意义，并日

渐呈现出被“泛化”的趋势———似乎一切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或想象都可以归入乌托邦的范畴。“乌

托邦”日益成为了理想主义、完美主义的“标签”，具有了“符号”的意味，成为一种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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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社会乌托邦想象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距离，那么科学乌托邦更彰显了理智与

激情、真知与悖谬之间的冲突。人们或许会问，为什么具有虚幻色彩的“乌托邦”总是令人念兹在

兹、难以割舍? 即使是在具有较高科学素养的现代人心中，“乌托邦”为何仍成为挥之不去的情结?

这说明，在“乌托邦”问题的讨论中有必要对“乌托邦意识”“乌托邦主义”“乌托邦精神”的内在逻

辑有更深入的解读，只有这样才能既看到乌托邦现象背后人类追求进步的生命冲动，同时又避免因

其极端而误入歧途。
“乌托邦意识”( Utopian consciousness) 代表了人类一种固有的心理倾向，它首先来源于人们对

于现实的不满意。［4］这种因为不满于现实而需求改变的生命冲动，即所谓的“乌托邦冲动”( Utopian
impulse) 在人身上具有普遍性，甚至可以说这样一种心理冲动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霍多尔科

夫认为:“乌托邦冲动是对现存社会状态的反应并试图超越和改变那些状态以达到理想状态的尝

试。它总是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 对现存状态的批判与一个新社会的远景或更新的方

案。”［5］如此，人类的乌托邦意识( 冲动) 就具有相对正面的意义，雅格比甚至将“乌托邦冲动”视为

任何时代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精神酵母，认为“一个丧失了乌托邦渴望的世界是绝望的。无论是

对个体或对社会来说，没有乌托邦理想就像旅行中没有指南针”。［6］

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乌托邦方案构成了种种风格迥异、特色鲜明的“乌托邦主义”( Utopian-
ism) 。自莫尔《乌托邦》出版后不久，乌托邦主张就“被抨击为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状态和社会方

案”。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乌托邦主义者”或“空想者”成为革命者的代名词。此后，保守的

社会批评家动辄就“将某种抽象的思想概念斥责为无责任心的、极端危险的东西”。［7］但正如“乌托

邦”硬币具有两面性一样: 一方面，我们必须牢记每一个乌托邦都是幻想，另一方面又必须承认乌

托邦的价值正在于幻想———某种不曾实现、在其特定形式下也无法实现的东西。［8］因此，乌托邦承

诺虽然无法兑现，但探索乌托邦的努力并非全无意义。譬如，正是由于人类对永动机的热情推动了

热力学体系建立和机械制造技术的进步，这说明对于“乌托邦主义”我们有必要保持谨慎的态度:

既要对其可能导致虚妄与盲目保持警惕，又要对那些葆有梦想者怀有必要的敬意。
此外，如果我们仅在中性的意义上使用“乌托邦意识”，在相对负面的意义上看待“乌托邦主

义”，那么我们可能会忽略掉乌托邦精神( Utopian Spirit) 这一重要意涵。后者的实质是相信未来能

够超越现在。［9］在乌托邦精神激励下，人们对于现存的就是合理的加以拒斥，希冀突破实然，走向

应然，努力兑现“人之为人”的承诺，借由不断超越实现人的价值。虽然，多数时候“乌托邦精神”因

其“理想主义”色彩而遭致讥讽，但“正是出于理想主义树立了—个完全值得努力争取的目标，人类

才日趋于完美”。［10］一旦人类失去了乌托邦精神，某种意义上人类也就失去了未来。
两千多年来，“乌托邦”早已成为一种有关完美世界的隐喻。［11］如果说目前已有了文学、政治、

社会、科学、建筑等一系列“乌托邦”想象，是否也可说在中国历史上围绕“选贤任能”曾经有过一个

浩大而漫长的“科举乌托邦”试验? 《礼记》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张希清等认

为:“因为天下为公而做到选贤举能，或因为选贤举能而达成天下为公，这是对远古理想社会选举

的描述，也是对后世选举的期待。”［12］由此可说，绵延 1300 年的中国科举考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集

中了无数脑力与智慧、试图实现“公平选才”的乌托邦试验史，它淋淋尽致地体现了人们关于考选

社会的乌托邦意识以及在悖论中体现其合理性的乌托邦精神。

二、科举考试: 一场关于“选贤任能”的乌托邦试验

科举考试就是一部关于何时考、何地考、何人考、如何考、考何物、有何考事的历史。［13］既然“考

何物”( 科举考试的内容、形式) 是测验应试者德行、能力、素质的具体尺度，直接关乎“选才”效度的

实现程度，因而成为历次科举变革的焦点。唐初以来，“考何物”与经义、诗赋、策论关系最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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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内容、形式的优化集中反映为人们对于经义、诗赋、策论三者优、长、劣、短的反思与评价。
( 一) 策论之长短

与“选官”初衷相一致，“试策”曾被看作考察应试者基本素质和施政能力的有效手段。自隋

炀帝设进士之科到唐代初年，进士科只试策问，取“试时务策五道”的做法。［14］在整个唐代，策试地

位显赫，以致有人认为唐代科举可概括为“以策取士”。［15］科举创立初期，“试策”形式为什么获得

青睐? 首先，对策需要有广博的知识、开阔的视野。以主要收入唐人作品的《文苑英华》为例，该文

集收入策问和对策三十卷，计有将相、宁邦、经国、长才、方正、沉谋、雅丽、直言、体用、直谏、任官、政
化、礼乐、刑法、平农商、泉货、边塞、求贤等二十多个大类，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
天文、地理、民族等国计民生众多议题。以北宋苏轼为应试制科准备的进卷为例，其中的“进策”25
首除总论外，细目尚有“课百官”( 含厉法禁、抑侥幸、决壅弊、专任使、无责难、无沮善) 、“安万民”
( 含崇教化、劝亲睦、均户口、轻赋税、教战守、去奸民) 、“厚货财”( 含省费用、定军制) 、“训兵旅”
( 含蓄财用、练军实、倡勇敢) 。［16］其次，无论是察举还是科举，策试题目大多急迫、具体，应举者需要

对症下药、有的放矢，以体现通经致用的初衷。正所谓“试之论以观其所以是非于古之人，试之策

以观其所以措置于今之世”。［17］庆历年间，宋祁等主张“变声律为议论”的重要理由就是“有司束于

声病( 指诗赋) ，学者专于记诵( 指帖经、墨义) ”，不足以尽人才。要求将策试置于优先位置，以达到

使“文词者留心于治乱”的目的。［18］

但是，唐中期以后策试的不足逐渐暴露出来。一是试题常易重复，考生可细加揣摩，预为拟就。
唐高宗时刘思立奏称:“进士唯诵旧策，皆亡实才。”［19］所谓“唯诵旧策”即是指由于科举行之有年，

考试内容相对固定，题材虽泛，但因袭剽窃势难避免。据说白居易、元稹为参加科举考试，就曾“闭

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20］北宋建炎年间，苏轼文章风靡天下，读书人竞相模

仿，坊间有“苏文( 苏轼策论文章) 熟，吃羊肉; 苏文生，吃菜羹”的说法。［21］苏轼评论当时因袭风气

时说:“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辑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临时剽窃，窜易首尾，以

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22］到了明清时期，坊间各种形式的策试“秘笈”层出不穷，使得策试失去

了应有的价值。二是策试既为命题作文，应试者常常难以充分阐发个性观点。策论虽然提倡“直

言极谏”，但论点在策问和论题中都已规定，应试者一般只能作些论证、引申和发挥，并要努力体会

出题用意，迎合主考心理。这导致策论写作出现程式化倾向，缺少了鲜活的内容。三是策试陈义甚

高，难度较大，主司评判缺少客观标准。刘勰认为，能写出高妙策文的考生实属凤毛麟角，“难已

哉，士之为才也! 或炼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对策所选，实属通才，志足文远，不其鲜欤!”［23］

( 二) 诗赋之优劣

针对策试所暴露出的不足，科举考试形式和内容都有了进一步的调整。634 年，唐太宗下诏

“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24］规定由经史中出策题。680 年，刘思立奏请于进士科加试经学和文

学。［25］682 年，进士科加试正式施行，并明确提出了“进士帖一小经及《老子》，皆经注兼帖。试杂文

两首，策时务策五道”的具体内容。［26］至 705 年，基本确定了“先帖经，然后试杂文及策”的三场考

试制度。所谓“杂文”，起初为箴、铭、论、表之类，686 年出现试诗，玄宗开元年间( 713—741 年) ，开

始或诗、赋居其一，或全用诗赋，到天宝年间( 742—756 年) ，开始专用诗赋。如此，帖经( 经学) 、杂
文( 诗赋、文学) 、策论( 时务策) 表现成为了决定进士科取舍高下的依据，并为后世相沿不废。

诗赋在进士科考试中的提升主要是由于以下的原因: 一是受到前朝文风的影响，唐初对策中有

重文辞的倾向。加试杂文是为分解进士科试策的考察功能，即由诗赋表铭等来承担文辞之试，让策

论专于“义理”“才干”之试，以达到“以策取士”的初衷。［27］二是“以诗取士”与“文德”政治理想有

着重要关联。太宗认为，“戡乱以武，守成以文”; ［28］“宏风导俗，莫尚于文”。［29］他对诗赋的政教功

能大加肯定，认为诗有颂功德、止邪僻、益生灵、淳政运、娱朝野之效。太宗尤其倡导“文德”政治，

鲜明地主张“诗”与“儒”的结合，认为二者的结合使文人士子在试诗体系中受其熏陶浸染，可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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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文德品质。［30］

然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从科举衡文的角度诗赋具有明显的优势。一是诗赋可以充分反映应

试者的才学。宋人孙何认为:“惟诗赋之制，非学优材高，不能当也。”［31］认为只有才情并茂、善于思

维、熟练掌握了格律技巧的人才能在限定时间内做好诗赋。顾炎武也承认: “唐宋用诗赋，虽曰雕

虫小技，而非通古知今之人不能作。”［32］二是诗赋评价刚性，作为甄别工具在限时评核中优势明显。
就大规模考试而言，阅卷官员也承受着不小的压力。相对于宋以来的科举考试，唐代省试规模并不

大，但阅卷工作仍显繁重。“今由州郡抵有司求进士者，岁数百人，……有司一朝而受者几千万言，

读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视，心废而不欲营，如此而曰吾能不遗士者，伪也。”［33］宋代，

科举考试频次、参考人数、评阅工作量大为增加，试卷评阅的差错率也相应增加。“诗赋策论，通同

杂考，人数既众，而文卷又多，使考者心识劳而愈昏，是非纷而益惑，故于取舍往往失之者，此有司之

弊也。”［34］因此，设置恰当的考试内容与形式，实现短时间内从成千上万份答卷中择优黜劣就显得

异常迫切! 孙梅指出唐宋以来科举侧重诗赋的关键原因:“自唐迄宋，以赋造士，创为律赋，用便程

序。新巧以制题，险难以立韵。课以四声之切，幅以八韵之凡。”［35］可见，种种举措主要是从考试选

拔的工具理性出发。三是诗赋命题取材广泛，相对于经义，诗赋题目较少重复。“诗赋命题，杂出

于六经、诸子、历代史记，故重复者寡; 经义之题，出于所治一经，一经之中可为题者，举子皆能类聚，

裒括其数，豫为义说，左右逢之。才十余年，数牓之间，所在义题，往往相犯。”［36］诗赋所具有之上述

特点，可充分解释唐宋以来诗赋在科举考试中为什么具有顽强生命力。据统计，713—907 年间，计

有 6 年停止科举，11 年停试诗赋。其他 180 余年间，年年有科举，年年试诗赋。［37］虽然，在唐代时诗

赋取士就面临争议，但最终以“成格可守”“所取得人”两大理由继续坚持。［38］

科举考试有关“诗赋取士”的争议在唐代已经显现，到宋代更是愈演愈烈。其间学术争论与政

治斗争相互缠绕，使得考试技术与制度理性的内在关系反倒模糊起来。反对者以为，首先，相对于

德行，诗赋属于末技。杜佑指“文词取士，是审才之末者”，［39］范仲淹称国家以词赋取士乃“舍大方

而趋小道”。［40］司马光认为:“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 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先于词采。”［41］其

次，认为诗赋易助长浮华风气。反对者认为诗赋考试，沿袭既久，无论是主考方、应考方都出现了只

追求文章形式和辞藻华丽的偏向，所谓“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唐代贾至《议杨绾条奏选举疏》
认为诗赋为声律之学，雕虫小技，纤靡佻巧，不足以为国家择取超拔之士。［42］再次，科举不是选拔文

学家、艺术家，诗赋取士凌驾于经义之上，悖离选举初衷。在王安石主持的变法运动中，诗赋被经义

策论所取代。在经义派看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

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43］批评当时“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的

创作倾向。［44］神宗熙宁变法的着眼点就是要在科举考试中“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

经义”。［45］司马光、王安石二人虽政治立场分歧，但都主张试经义而摒弃诗赋。［46］朱熹撰《学举贡举

私议》也是主张以德行为先，以取代诗赋之甄才。［47］可见，在理想主义者眼中，诗赋取士也并非可取

的制度。
( 三) 八股之是非

清末民国以来，八股取士被人弃如敝屣，并遭遇了一个“污名化”过程。［48］诚然，八股取士具有

种种不足，但八股文成为明中叶以后科举取士核心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这一文体的渊源与流变经

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 在八股取士“不合理”中又包含了哪些“合理”的因素呢?

假如我们承认科举考试所遴选出的士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是恪守儒家信仰、捍卫

儒家伦理的继承人，那么在科举考试中是否也存在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呢? 由此角度看，汉武

帝“独尊儒术”不仅有利于国家共同体的塑造，有利于封建专制的稳固，同时还是“一次意识形态的

洗礼”，是“政统”与“道统”的统一。尤其是王安石“一道德”的言论既确立了国家的正统学说、官
方教材，也框定了选官用人的标准。［49］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在科举考试中经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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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由贴经、经义向八股文的演化过程。与上述科举考试“政治正确”命题相一致，科举考试重点

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确保考试的内容与经学相联系，在实现思想规训的同时，确保应试者德行合符标准。“千

百年来，人们对以德取士的追求此起彼伏，赓续不断。”［50］然而，我们都知道实践当中很难直观地检

验一个人的德行，但德行选项又不可能从科举考试中剔除，不仅不能剔除，还要以具体的方式体现

对其的重视。于是，这样的折衷就易于理解———科举考试既是“以言取人”，因此“道德优先”常常

通过“经学优先”得以兑现。此一方面的努力，从蔡邕在 175 年奏请刊刻熹平石经、唐代颁行孔颖

达修订的《五经正义》等均可以得到印证。王安石的奏议非常具有代表性，“一人一议，十人十议，

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此盖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51］熙宁四年( 1071 ) ，出于“一道

德”的政治需要，王安石提出罢明经科，只保留进士一科，进士科以考经义为主，这一改革不仅为神

宗朝以后宋代诸帝所沿用，并为元、明、清科举所沿用，影响深远。熙宁八年( 1075) ，王安石把个人

编撰、反映自己政治倾向的《三经新义》作为科场的权威读本，颁行天下。还应指出，八股文形成于

明代，但其渊源可追溯到唐代的试帖诗和宋代的经义。我们多关注八股文从形式上对于试贴诗尤

其是宋代经义的传承与改造，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八股文的命题局限在《四书》《五经》中，而答题议

论内容必须根据朱熹《四书集注》等书摹仿以古人语气“代圣贤立言”。［52］江国霖说: “汉取士以制

策，其弊也泛滥而不适于用; 唐以诗赋，其弊也浮华而不归于实; 宋以论，其弊也肤浅而不根于理，可

是依经立意之文出焉。”［53］“依经立意”，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也就是说八股文被当作一种有效地

考察士子对于儒家经典的掌握程度，并且严格遵循“思不出位”的禁忌，这是八股文符合科举考试

政治正确的前提条件。为什么元代科举时间很短，对后世的影响却极大? 最主要的原因是其确定

了《四书》《五经》以程朱注本为考试标准，因其“政治正确”而为明清时期所承继。
二是从考试技术角度，八股取士比其他考试文体更具有优势。一方面从文章结构看，成熟的八

股文一般由破题、承题、起讲等八部分组成，其结构布局与唐代进士科五言八韵试帖诗极为相

似———后者规定首联即破题，次联有如承题，然后有颔比、颈比、腹比、后比，同时讲究对仗工整。由

此可见，很难说八股文在结构上没有受到唐代试贴诗的影响。另一方面，八股文既承继宋代经义之

精神，又引入文学的格律，这是它具有“快速阅卷”“客观衡文”功能的关键。从形式上看，八股文实

质是一种将散文章法、骈文排偶和近体诗格律糅合而成的一种文体。［54］在科举论争尤其是宋代“经

学”与“文学”之争中，人们已经发现诗赋具有易于考校的特征，因此，既然决定用散体的经义来选

士，那就不妨借鉴诗赋的长处，把规矩引入经义论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论述宋代策论的

演变时说:“其始尚不拘成格，……南渡以后，讲求渐密，程式渐严，试官执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

格以求合，于是双关三扇之说兴，而场屋之作遂别有轨度。虽有纵横奇伟之才，亦不得而越。”［55］逐

渐地，在散体的经义论策之中出现了格式化的倾向。到了明代，四书文的格式化体现在文章主体部

分出现了排比对偶、接连而八的股对。［56］这种通过引入文学格律来增强经义考察客观性的做法是

明显的妥协———诗赋出题无尽，工拙易见，至后来废弃诗赋，又于四书文中演出八股。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乃可见技巧，乃可评工拙，乃可有客观取舍之标准”，［57］实在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

三、考选“乌托邦”与科举评价的“次劣原则”

一部科举考试史证明，人们追寻“考选乌托邦”的热情从未枯竭。西汉尤其是隋唐以降，人们

一直试图创造出一种“意美法良”的人才选拔制度，其焦点在于有效解决“考试内容相对固定”和

“评判标准客观公允”两大问题。［58］从唐至清，人们主要是在经义、诗赋、策论优劣短长的争论中试

图发现最好的选才手段。但是，历史的发展常常事与愿违，因为每一种考试方式都是利弊互见的，

所以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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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发生在宋神宗和清乾隆年间两次“科举存废”之争，结论却几乎如

出一辙。在第一次论争中，苏轼针对范仲淹、王安石将“学校”与“选举”对立，试图直接从学校取

士，但却出现免试入学者多为官宦子弟的现象提出反对的意见。他认为: “自文章言之，则策论为

有用，诗赋为无益; 自政事言之，则诗赋、论策均为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

过如此也。”［59］在第二次论争中，乾隆三年( 1738) ，舒赫德反对八股科举，主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才

实学之道”，但又乏善可陈。鄂尔泰反驳说:“时艺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

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至于人之贤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决者，故立

法取士，不过如是。”［60］在这里，苏轼与鄂尔泰观点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他们都承认，科举考试本质

是“以言取士”。“以言取士”虽有缺憾，但其衡文客观、选才公平的优势无可替代。这背后的逻辑

在于———科举考试制虽不完美，但比其他制度却更具有合理性。如果我们将某种制度的设计视为

一种“选择”，那么科举制度就代表一种“最不坏”或者说“次劣”的选择。这是有关科举考试的“次

劣原则”，它强调在科举考试的“乌托邦精神”与考选现实情境之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

张力。那么，应该如何看待科举制度发展过程中的“次劣原则”呢?

( 一)“次劣原则”可能是基于现实的“最优原则”
在 1300 年的中国科举考试史上，由于在诸如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德行取士与考试取士、考试

公平与区域公平、经术取士与文学取士等一系列“两难问题”方面，人们无法提出终极性的解决方

案，因此科举考试常被看作“没有办法的办法”。假如不能澄清科举评价中的“底气不足”，又如何

能“理直气壮”宣明科举制度中的合理性? 应当承认，科举考试既是“为人”，更是“人为”的社会建

制。既然是“人为”的创造，由于受到利益的纷扰、价值的偏好和认识的局限性，难免带有种种缺

憾。只有我们超越制度设计中的乌托邦主义，才有可能认同这样的观点———逻辑上绕着弯称之为

“最不坏”的制度，不直称“最好”。在这里，“不坏”是双重否定，其含义是“好”，最不坏就是“最

好”。还有另一种相似的双重否定说法———“虽然不好，但没有更好”。既然“没有更好”，“最不

坏”其实意味着“最好”。［61］乌托邦主义者的偏颇在于他们常常不能认识到，“至于弊病，哪一种制

度都有，十全十美的制度是没有的。这个人世间永远不会绝对完善，我们所能做的，永远不过是两

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62］在公共管理当中，这种“两害”或“两利”权衡中的取舍相当常

见。因此，一个决策者面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方案进行选择时，他往往先将各种方案可能造成的后果

排出顺序，然后选择那种具有“最不坏”后果的方案。［63］所以，科举考试所体现的“次劣原则”说明，

科举制虽有很大的局限，但若采用其他选举制度，难免要出现比科举更多更大的弊病。［64］

( 二)“次劣原则”凸显了制度变革中“基础条件”的重要

长期以来，如何评价一个人的德行、才干成为人才选拔中的难点。天宝年间，韦陟允许举子向

礼部呈送代表作“省卷”或“公卷”，此后，“行卷”“公荐”和“通榜”相继兴起。这或被理解为弥补科

举考试“幸与不幸”的不足、增进人才选拔“灵活性”的具体体现。不能说这样的考虑不好，韦陟之

举在当时就被评价为“片善无遗，美声盈路”。［65］但是，唐宋科举为什么会由“相对开放”“多元”变

为“绝对封闭”“一元”的评价体系? 评价标准又为什么会由重视“质量”转到突出“技巧”?［66］此

外，科举考试由“德行取士”到“以言取人”可谓一个让步，从笔试加誉望到完全依赖笔试则是另一

个让步。“让步”即意味着折衷、妥协，其实质就是走向“次劣”。这主要是由于相关制度的施行缺

乏必要条件的结果。首先，既然行卷可抄袭他人之作，公卷也可假借他人文字，难以保证就是应举

人自己所作。其次，唐代解试、省试试官不过数人，入院考校时间有限，而所纳公卷繁多，致使无暇

遍览，更不用说详览了。至于宋代以后，随着考试人数倍增，就更无法对卷帙浩繁的公卷作出有效

考评。［67］

传统社会是一个重视血缘、强调关系的社会，长期的封建历史使得中国“人情社会”的传统更

加深厚，“人情”“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人之所以发明“考试”，并以“考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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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公平和秩序的调节阀，就是为了防止人情的泛滥和社会的脱序。［68］从唐到宋初，“公荐”“行

卷”之风盛行，请托奔竞、私相授受的情形时有发生。为此，宋太祖、宋太宗对科举进行系列改革，

其内容包括采取“封弥”“誊录”之法，严禁“公荐”举人，控制知贡举官员权力，禁止“座主”“门生”
关系，对官宦子弟进行“覆试”，将“殿试”进一步制度化，为主考官子弟、亲戚设置“别头试”，严禁

“挟书”“传义”“举烛”等越轨行为。［69］但是，这也使得科举考试变得更加“僵硬”，失去了相应的
“灵活性”。

公共政策中的“灵活性”与“僵硬性”需要保持何种张力? 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应遵循怎样的逻

辑呢? 很多时候，人们为了保证公正性宁可选择带有弊端的、僵硬的统一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不但不能选择最优，而且也不能选择次优，似乎只能选择“次劣”。［70］这背后的原因在于，任何社会

目标的实现均有赖于相关社会条件的成熟。虽然我们应积极地创造条件而不是消极地等待，但如

果条件远远不具备，则意味着某一目的近似“乌托邦”。历史反复地证明，“理论上很完美的制度并

不一定可以付诸实施，而行之有效的制度却未必是事先设计好的”。［71］因为，历史只为那些具备运

行条件的车辆发放“通行证”。
( 三)“次劣原则”倡导简便易行，其间贯穿着实践理性精神

在考试制度建设中，“理论”和“技术”可能具有一致性，但更多时候却呈现出“悖论性”冲突。
这部分是由于理论怀抱“价值理性”，体现“理想主义者”倾向; 技术常常基于“工具理性”，反映“现

实主义者”风格。如果说“理论”代表“可欲”，那么“技术”则指向着“可能”。我们常常关注从“理

论”到“制度”的转化，然而实际的策略可能应当是“从技术到制度”，即从逐步的技术性改良走向制

度的变革。从“技术”到“制度”，就是要求使每一个技术问题趋于合理化，从而像建筑施工一样，由

一块块合理化之砖而奠定考试制度大厦的合理化基础。［72］

在科举考试制度选择中，人们主要是在求“真”还是在求“善”? 对于这个问题，苏轼的看法可

谓一针见血，他说:“自文章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 自政事言之，则诗赋、论策均为无

用。”［73］他认为，科举考试以经义策论来选拔人才，“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 无声病对偶，故考之

难精。以易学之文，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74］以苏轼眼光来看，不同考试内容与形式

制度安排具有相对性，背后的逻辑不是真假判断，而是价值选择———依据科举考试技术“合理性”
作出的制度安排。这一点在律赋当中有着充分的反映。简宗梧认为，律赋开始并没有这么严格，韵

字韵数都有很大的灵活性，但一旦被科场借用，就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程式规则。这些规定对于律赋

作者当然是一种拘约乃至束缚，严格按这些规定创作，不啻戴着镣铐跳舞。［75］然而，这种技术性规

定的确立，一可便于考官评阅，有一定标准可循; 二可避免士子抄袭模仿; 三可检验士子的学术功

底。［76］律赋如此，八股文更是如此。在结束本文前，我们还想强调，“技术”的合理性也并非绝对，只

有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是当考试弊端已是积重难返之时，“技术”的合理性也就丧失了合

法性，八股文在近代走入历史的尽头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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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opia”，“Inferior Principle”and the evalua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CHEN Xing－de
( Institute of Education，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 “Utopia”represents an inherent human psychological tendency，it comes from people＇s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real world，and moreover it reflects people＇s pursuit of transcendence and perfection． Throughout the ages，there has
been an endless stream of human“utopian”thinking and practice in a wide range of fields including politics，society，sci-
ence，literature and architecture． Similarly，a history of the examina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a“Utopian”experimental history of the election of officials． Since the Tang Dynasty，in order to reach the goal of“fair e-
lection”，around“the meaning of the classic，poem and fu，discourse on politics which one is better”，the system of impe-
rial examination not only encountered fierce ideological confrontation，but also experienced practical swing and repetition．
“Imperial examination Utopia”enlightens us，just as we need to maintain the necessary tension between“Utopian spirit”
and“Utopian doctrine”，examination system is usually the result of conflict and compromise between idealism and realism．
Althoug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has many drawbacks，it is not the“best”choice，but avoids the“worst”result． Based
on the relevant facts in the histor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we can find that the“inferior principle”in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evalua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reveals the institutional rationality and practical concern of the ancients on
this issue．

Keywords: imperial examination，utopia，inferior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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